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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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84692734]摘要：从细化城市层面及动态演化视角研究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采用超效率SBM-DEA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研究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和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前期呈倒“V”型发展趋势，金融危机后呈缓慢波动上升状态，纯技术效率是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上中下游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存在差异，其中下游区域的效率水平最高，上游和中游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均值在各年份交替领先；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格局由呈现上游和下游高于中游的“U”型分布特征逐渐转变为多中心分布特征，随着时间的推进，城市间绿色创新效率的正向空间相关性愈发显著，但低效率城市聚集的规模大于高效率城市，局部两级分化现象加剧。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超效率SBM-DEA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中图分类号：F205；；F207；F224；G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bookmark: OLE_LINK1]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Trend of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Zhang Changjiang, Hou Mengxiao, Chen Yuq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fined city level and dynamic evolution. Using the super-efficiency SBM-DEA model and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 method, the paper studie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correlation of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108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4 to 2018.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s an inverted "V"-shaped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early stage, an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it has been slowly fluctuating and rising, and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is the key factor affecting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among them, the efficiency level of the downstream area is the highest, and the averag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the upstream and midstream cities alternately leads in each year;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a "U"-shaped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are higher than the midstream reaches to the multi-center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s time progresses, the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between cities becomes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but the scale of low-efficiency cities is larger than that of high-efficiency cities, and the phenomenon of local polarization is intens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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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是前期高污染、高能耗的粗放式发展导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的渐趋消失，传统以要素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支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1]。如何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协调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重点关注的问题。我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十四五”规划更是专门强调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和推动绿色发展。由此可见，创新驱动与绿色发展成为引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战略。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11个省市，拥有广阔的腹地和发展空间，具有经济体量大、生态资源丰富等优势[2]，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带[3]。2013年，国家发改委和交通部起草《依托长江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指导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部署。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改革引领、创新驱动和江湖和谐、生态文明等基本原则。2016年国家制定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引领全国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等战略定位。从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是我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力量，研究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创新效率问题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和示范意义。
1 文献综述
“绿色创新”与“生态创新”“环境创新”“可持续创新”等概念的内涵相似，是一种新的创新范式，兼具创新和环境效益的双重属性[4]。创新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经济效益，绿色行为则旨在实现环境效益[5]，因此从广义上来说，只要满足新技术、新知识等创新特征的行为，能实现减少环境污染或节约自然资源的目标，都可以归纳为绿色创新的内涵范畴[6]。绿色创新效率作为绿色创新能力的重要衡量指标，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
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文献主要采用基于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基于参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法（SFA）对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量，由于SFA方法在处理多产出效率的问题上存在局限性，所以DEA及其拓展模型的应用更为广泛。如，王海龙等[7]采用DEA-BCC模型测度了我国省际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但杨高升等[8]指出这种传统的DEA模型采用了径向和角度的度量方式，容易出现变量松弛现象从而导致测出的效率值偏高；冯志军[9]、殷群等[10]、吕岩威等[11]学者基于非径向和非角度的DEA-SBM模型，在考虑非期望产出影响的基础上测量了绿色创新效率。此外，还有学者如钱丽等[12][补文后文献]利用共享投入关联两阶段DEA模型、吴超等[13][补文后文献]利用DEA-RAM联合效率模型等进行效率的测度。
从研究尺度来看，主要有区域、行业和企业3个层面，其中区域层面的研究最为丰富。在全国视域下，研究侧重于探究我国绿色创新效率的整体演进趋势和区域差异，如吴旭晓[12]对我国30个省份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演进趋势进行研究，并分析了我国七大区域演化轨迹的异质性。在经济带或城市群的视域下，研究重点聚焦于纳入国家战略特定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如李健等[6]、杨树旺等[13]和滕堂伟等[14]分别研究了京津冀城市群、长江经济带和长三角城市群的绿色创新效率。
从研究内容来看，早期研究主要阐释绿色创新概念的定义和内涵。在厘清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学者们分别运用适当的方法对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量与评价，如彭甲超等[15]分析演变规律、李金滟等[16]分析影响因素，吴传清等[17]对协同效应、吕岩威等[11]对收敛性进行探究，有些学者如刘习平等[5]、余淑均等[18]、吴传清等[19]还进一步探究了金融发展与投资水平、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等因素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绿色创新效率的测度方法已经比较成熟，相关文献的研究尺度较为全面，研究内容也逐步深化，但是有关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研究还较少，且存在几点有待深化之处：一是研究尺度较为宏观，忽视了城市间的异质性特征，如杨树旺等[13]、闫华飞等[2]、彭甲超等[15]、吴传清等[17]均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基础单元对绿色创新效率进行研究，然而各城市之间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细化到城市层面分析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更精准决策价值；二是研究内容侧重于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缺少对动态演变过程的探究，如刘明玉等[3]、余淑均等[18]均重点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于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效率的影响，易明等[20]用面板Tobit模型分析了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但是未对存在时空差异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鉴于此，本研究选取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超效率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群的绿色创新效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绿色创新效率的演变趋势和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探究城市间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关联特征，旨在揭示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需要关注的要素，为提升该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以长江经济带沿线9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和两市（上海、重庆）的108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所使用到的数据来源于2005－2019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局或人民政府网站上公开发布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对于个别缺失值采用平均值填充法进行补充。
绿色创新效率反映了环境和资源约束条件下，生产和技术创新过程中各种投入要素的有效利用程度[23]。基于这一理念，本文借鉴李金滟等[22]和刘永彪[23]的做法，在兼顾数据可得性和科学性的基础上构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其中，在投入指标中，选取了供水总量和全社会用电量反映能源投入情况，并选取了从事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从业人员数量和政府科学事业费支出反映劳动力、资本这两类传统生产要素的投入情况。期望产出指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GDP）来反映各城市的经济状况，并根据GDP指数换算成以2004年为基年的不变价GDP，选取各城市发明专利授权量、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之和来反映创新成果。考虑到长江经济带工业污染较为严重且雾霾频发，非期望产出指标选取了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和工业烟尘（粉）排放量。
表1  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指标类别
	指标选取
	单位

	投入指标
	能源投入
	供水总量
	万t

	
	
	全社会用电量
	104 kW·h

	
	劳动力投入
	从事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从业人员数量
	万人

	
	资本投入
	政府科学事业费支出
	万元

	产出指标
	期望产出
	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专利授权总量
	万件

	
	非期望产出
	工业废水排放量
	万t

	
	
	工业SO2排放量
	t

	
	
	工业烟尘（粉）尘排放量
	t



2.2  模型设定
2.2.1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





采用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以投入变量X、期望产出变量Yg与非期望产出Yb为矩阵，其中，与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下生产可能性集为，【“X”应为斜体】。其中为权重向量。将108个城市作为决策单元，包括资本、人力、水、电4种投入要素，地区生产总值、专利授权数量两种期望产出和废水、废气、烟（粉）尘3种非期望产出，参考杨高升等[8]的做法，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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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说明决策单元处于无效率状态，当时表明决策单元达到有效状态；是第个决策单元的第项投入，是第个决策单元的第项产出；为被评价单元；表示投入冗余，Sb表示非期望产出冗余，Sg表示期望产出不足。
2.2.2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检验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在空间上是否存在关联和集聚，计算指标主要有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和局部莫兰指数（Local Moran’s I）。其中，全局莫兰指数从宏观上体现了区域整体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取值范围介于−1到1之间，若趋近于0说明各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在空间上并不相关，处于随机分布状态；若大于0说明各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在空间上呈正相关，且越趋近于1则空间聚集性越强；小于0说明各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在空间上呈负相关，且越趋近于−1则空间分异性越强。局部莫兰指数则从微观角度细化出每个城市与周边城市在空间上的相关性，能够显示具有空间聚集效应城市的数量和范围。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的计算公式分别如式（2）和式（3）所示：
【式中，“I”及其下标“i”应改为正体；式（2）中“Moran”后两个字母间空格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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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3）中：；n为研究区域内城市的数量；和分别表示城市和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为空间权重矩阵，表示各城市在空间属性上的邻接关系，本研究中采用的是Queen矩阵，即当城市和城市有共同的边或顶点时，当两个城市彼此不相邻时。
3  结果分析
[bookmark: _Hlk84692550]3.1  绿色创新效率时序变化分析
利用MaxDEA软件基于超效率SBM-DEA模型对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结果如图1所示，效率均值处于0.3～0.5之间，说明区域整体绿色创新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变化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4－2009年，效率呈倒“V”型变化趋势。其中2006－2007年绿色创新效率上升幅度明显，这与国家的政策引导密不可分。2006年是我国“十一五”的开局之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了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强调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走廊之一，面临着巨大的节能减排压力，但这也大大激发了区域的绿色创新活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开始波及长江经济带地区，在经济低迷的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发展存在用于创新的资金紧缺、科技型人才就业困难等问题，这使得2008和2009年区域绿色创新的内生驱动力严重不足，绿色创新效率呈下降趋势。第二阶段为2010－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保持稳定的波动上升状态。全球金融危机后，长江经济带许多传统中低端制造企业转型失败并被市场淘汰，一些未被有效利用的存量资源和市场得到释放[23]，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市场契机和政策支持加快了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促进了区域整体创新能力的增强。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区域，长江经济带在提升创新能力的同时也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致力于绿色创新能力的提高，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在不断探索实践中波动上升，并于2017年达到最高峰值点0.508 4。进一步将绿色创新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可以发现：历年来规模效率均高于纯技术效率且波动不大，稳定在中高水平；绿色创新效率与纯技术效率的变化情况趋同。这表明纯技术效率是影响绿色创新效率的关键因素，要想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创新能力，不但需要调整资源的投入以实现规模效益的最大化，更应将重点放在改善要素利用能力和提高资源管理水平上。

【图内各字级最大不应超过宋体小五号且不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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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长江经济带城市整体绿色创新效率变化趋势

受地理位置、自然禀赋等因素的影响，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着差异，依据地理区位，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上游（包含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4省市的31个城市）、中游（包含湖北、湖南、江西3省的36个城市）和下游（包含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4省市的41个城市）3个区域，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均值的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下游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均值较高，这主要是因为雄厚的经济实力使下游区域有足够的资本投入绿色创新活动，集聚的科研院校又使下游区域有高端的人才投入绿色技术研发，同时上游区域高科技企业云集，创新机制也较为完善，营造了促进绿色创新活动开展的良好环境和氛围。而中游和上游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均值在各年交替领先：在2004－2009年，除2007年外，其余年份上游区域的效率值均高于中游地区，因为中游区域是我国重化工产业布局相对集中的地方，前期主要依赖钢铁、冶金、能源等重工业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虽然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较上游区域更为丰富，但经济发展方式导致部分创新活动带来了显著的环境负效应，进而使得绿色创新效率偏低；2010－2013年，中游区域加大了环境治理力度，通过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推进重工企业的转型升级，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与广泛应用使得绿色创新效率水平得到大幅提高；2016－2018年，上游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再次反超中游区域，发展势头强劲，这主要得益于成渝城市群近几年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积极布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产业基地，推动了绿色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此外，2014年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后，上中下游三大区域之间绿色创新效率的差距与前期相比明显缩小，表明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完善加快了资金、人才、技术等可流动性创新要素在地区间的有序流动[24]，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作互动的格局初具雏形。
【图内各字级最大不应超过宋体小五号且不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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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变化趋势

3.2  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等距选取长江经济带2004年、2011年与2018年的生态效率值，通过ArcGIS软件中的自然断裂法，将各年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值划分为低效率、中等效率和高效率3类，使各类之间的差异到达最大化，并绘制相应的分布图（见图3～图5）。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格局由2004年上游和下游高于中游的“U”型分布特征，转变为2011年下游往上游递减的梯形分布特征；到2018年，上中下游区域内部两级分化明显，呈现出多中心分布特征。具体来看，2004年下游50%以上的城市（24个）都处于中高效率水平，而中游中只有不足30%（10个）的城市处于中高效率水平，上游除了遂宁市和宜宾市处于中等效率水平，其余城市要么处于效率极高的水平，要么处于效率极低的水平，城市间绿色创新能力差距较大；2011年下游处于中高效率的城市数量增长到28个，其中高效率城市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中游低效率城市数量明显减少，中等效率城市的数量由2004年的4个增加至18个，可见中游区域整体效率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上游中高效率城市数量减少且分布特征由零散分布变为集聚于成渝城市群地区；2018年三大区域内部绿色创新效率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加剧，特别是中下游区域低效率城市的数量明显增多，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上海、苏锡常都市圈、宁波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内的部分城市快速发展而带来的虹吸效应，即处于优势地位的城市将会吸引劣势地区人才、投资等高端生产要素，这就使得部分高效率城市具有的优势愈发明显，而中低效率城市由于优质资源的流失，绿色创新发展易陷入停滞甚至衰退的困境，导致区域内两极分化格局。
【图内比例尺的比例号应为居中“∶”；图幅中若干线段是加粗的，代表何意应说明，并确认经过审图的底图是否的确如此；示例字符字级最大不应超过宋体小五号且不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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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4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分布
注：本图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为GS(2016)1605号）绘制，底图无修改。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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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1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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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8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分布

3.3  绿色创新效率空间相关性检验
从图3～图5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内高效率、中等效率和低效率城市往往连片分布，在空间上呈现一定的集聚特征，这说明一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可能会受到周围城市的影响。为了探究这种空间上的集聚现象是随机发生或是存在特定的分布规律，利用GeoDa软件测算长江经济带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的全局莫兰指数，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2004－2009年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在空间上的关联性并不显著；2010－2018年全局莫兰指数大于0且均通过1%或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从2010年开始长江经济带整体的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即当一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水平较高（较低）时，地理位置相邻城市的绿色创新能力也较高（较低）。从动态视角来看，研究期内空间分布特征经历了由随机到集聚的演变过程。2004－2009年，受行政壁垒等因素的限制，绿色创新要素和成果在城市间的自由流动受到阻碍，绿色技术的溢出及扩散效应不明显，从而导致绿色创新效率在空间上呈随机分布；金融危机后，区域间经济依存度加强，因此2010年开始城市间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分布的集聚性特征开始显现；此后，受益于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城市间的合作不断加强，绿色创新活动中产生的新知识、新技术随城市间日益密切的经济活动发生地域迁移[5]，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愈加显著，特别是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目标，并指出要创新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从而加快了长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进程，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发展格局不断优化，城市间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关联程度也在不断增强。
【表中部分数值的三位分节错误】
表2  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全局莫兰指数
	年份
	全局莫兰指数
	Z值
	P值
	
	
	年份
	全局莫兰指数
	Z值
	P值

	2004
	0.083 2
	1.440 2
	0.090 0
	
	
	2012
	0.260 5
	3.8 017
	0.002 0

	2005
	0.079 7
	1.461 7
	0.079 0
	
	
	2013
	0.268 6
	4.0 424
	0.001 0

	2006
	0.005 0
	0.290 4
	0.379 0
	
	
	2014
	0.244 5
	3.7 479
	0.003 0

	2007
	0.005 7
	0.229 8
	0.389 0
	
	
	2015
	0.261 5
	3.9 363
	0.001 0

	2008
	0.010 3
	0.329 2
	0.378 0
	
	
	2016
	0.213 5
	3.3 766
	0.003 0

	2009
	0.005 7
	0.020 3
	0.494 0
	
	
	2017
	0.286 5
	4.4 618
	0.001 0

	2010
	0.120 7
	1.971 6
	0.025 0
	
	
	2018
	0.268 7
	4.2 207
	0.001 0

	2011
	0.189 2
	2.918 2
	0.007 0
	
	
	
	
	
	


注：P值为随机抽样999次得到的渐进结果。

全局莫兰指数反映了长江经济带整体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聚集或分散状态，但是不能体现区域空间内部的联系，因此选取2004年和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的莫兰散点图进一步解释长江经济带各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局部空间特征。根据莫兰散点图将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集聚分为4种类型：第一种为H-H型，处于第一象限，该类型的城市自身及其相邻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均较高；第二种为L-H型，处于第二象限，该类型的城市自身绿色创新效率低但其相邻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较高；第三种为L-L型，处于第三象限，该类型的城市自身及其相邻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均较低；第四种类为H-L型，该类型的城市自身绿色创新效率高但其相邻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较低。从图6～图7可以看出，与2004年相比，2018年H-H型和L-L型城市数量增加，与此同时H-L型和L-H型城市数量减少，这说明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异质性减弱，空间正相关性进一步增强。
【图内各字级最大不应超过宋体小五号且不加粗！坐标轴上的负数中，短横线非负数符号，应使用正确的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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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04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莫兰指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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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莫兰指数分布

    结合表3可知，自2004年到2018年，H-H型城市由20个增加到了26个，且主要分布于上游的四川和下游的江浙沪，这些城市不但自身在绿色创新方面具有优势，对其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也较强。其中，2004年L-H型城市数量较多，有34个，这些城市的绿色创新发展与其周边高效率城市出现脱节，处于效率洼地，而2018年L-H型城市数量减少到了22个，其中舟山、湖州等通过加大创新投入、加强与周边城市交流合作等途径有效地提高了自身效率，成功转变为H-H型城市，但是也有部分城市，如连云港、淮北等退化为L-L型城市；2004年H-L型城市数量最少，到2018年进一步减少到8个，不足长江经济带城市总量的8%，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为长沙，作为湖南的省会，长沙汇集了丰富的创新资源，绿色创新效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但是辐射带动能力较弱，创新活动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所以其周围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仍处于较低的水平；L-L型城市由2004年的39个增加到2018年的52个，主要分布在中游区域和下游的安徽，以及上游的贵州、云南等开发晚、发展慢的欠发达地区，其中中游区域和安徽的部分城市如黄石、萍乡、铜陵等是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基础较差，虽然近年来通过加大创新力度、升级产业结构等措施积极推进城市转型，但是由于起点较低，绿色创新效率水平不高，而其周围城市受污染排放物流动性特征的影响，绿色创新效率水平也较低。
表3  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局部空间相关性聚类分布
	年份
	类型
	城市
	
	年份
	类型
	城市

	2014
	H-H型
	苏州、南通、无锡、泰州、扬州、镇江、嘉兴、绍兴、金华、台州、温州、宁波、孝感、成都、德阳、遂宁、资阳、雅安、昆明、玉溪
	
	2018
	H-H型
	上海、南通、无锡、泰州、扬州、镇江、盐城、嘉兴、绍兴、金华、台州、温州、湖州、舟山、成都、德阳、遂宁、资阳、雅安、巴中、达州、南充、广安、乐山、自贡、宜宾

	
	L-H型
	南京、常州、连云港、宿州、淮安、盐城、淮北、蚌埠、淮南、马鞍山、上海、湖州、杭州、舟山、衢州、随州、鄂州、景德镇、九江、张家界、益阳、抚州、新余、萍乡、广元、南充、广安、眉山、乐山、丽水、攀枝花、曲靖、保山、普洱
	
	
	L-H型
	淮安、南京、常州、苏州、杭州、宁波、衢州、孝感、鄂州、襄阳、萍乡、常德、湘潭、怀化、娄底、重庆、广元、绵阳、眉山、内江、泸州、丽水

	
	L-L型
	合肥、六安、芜湖、铜陵、池州、阜阳、安庆、十堰、襄阳、荆门、武汉、宜昌、荆州、黄石、咸宁、九江、岳阳、上饶、鹰潭、赣州、吉安、株洲、湘潭、娄底、怀化、衡阳、邵阳、永州、郴州、绵阳、重庆、内江、自贡、宜宾、泸州、遵义、贵阳、六盘水、安顺
	
	
	L-L型
	连云港、徐州、宿迁、淮北、宿州、亳州、阜阳、蚌埠、淮南、滁州、合肥、马鞍山、六安、芜湖、铜陵、池州、安庆、黄山、十堰、武汉、宜昌、荆州、黄石、咸宁、景德镇、九江、岳阳、南昌、上饶、鹰潭、抚州、新余、宜春、赣州、株洲、衡阳、吉安、永州、郴州、遵义、丽江、昭通、攀枝花、贵阳、六盘水、安顺、曲靖、保山、昆明、玉溪、临沧、普洱

	
	H-L型
	徐州、宿迁、亳州、滁州、黄山、黄冈、常德、长沙、南昌、宜春、巴中、达州、丽江、昭通、临沧
	
	
	H-L型
	宣城、随州、荆门、黄冈、张家界、益阳、长沙、邵阳



5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的108个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超效率SBM-DEA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该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变化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
由绿色创新效率的时序变化趋势可知，金融危机后，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创新效率呈缓慢的波动上升状态，但较低的纯技术效率导致整体效率水平不高；因此，长江经济带在绿色创新发展过程中不但需要通过建立生态园区、科技企业孵化器等措施集中创新要素、发挥规模效益，更重要的是促进技术创新和环境管理水平的提升，通过完善创新机制体制等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强技术进步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绿色创新效率也存明显差异，其中下游区域的效率水平最高，上游和中游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均值在各年份期间交替领先；因此，长江经济带各区域要根据实际情况明确发展定位，根据各自的资源或技术优势走特色化的绿色创新发展道路。下游区域应积极引导企业等市场主体加快环境技术研发和应用，增强绿色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持久性，并提高能源资源节约、利用水平；中游区域应避免下游产业转移中的简单污染搬迁，持续推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并加大对环境治理力度，减少创新生产活动中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上游区域应继续大力发展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出台优惠政策等方式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丰富优质创新资源储备。
由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格局可知，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格局逐渐呈现多中心分布特征，“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初具雏形；因此，长江经济带要继续加强区域协调发展意识，打破行政壁垒，推动全方位科技交流与合作，促进创新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并通过横向错位发展和纵向分工协作等方式实现区域内各城市的功能互补，带动区域整体协调发展。
由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可知，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聚集特征越来越明显，但L-L型城市数量为H-H型数量的两倍，说明城市间的两级分化现象也愈加显著；因此，为循序渐进地推动低效率聚集现象城市向高效率聚集现象转型，应首先集中资源加大对合肥、武汉、贵阳等省会城市绿色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促使其从L-L型城市转变为H-L型城市，再利用省会城市的影响力与周围城市共享发展红利，通过构建完善的环境信息和技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分享绿色创新经验，辐射带动周边城市绿色生态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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